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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溢出效应视角的证据 

李素芳   宋路遥 

 

内容摘要：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要

素。本文从中国上市公司为出发点，通过文本识别分析数字专利，汇集到省级层

面，进而刻画宏观层面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通过溢出指数角度来构建城市间的经

济高质量发展能力，进而来考察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后果。研究

发现，对于省（市）i而言，数字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城市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溢

出效应，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

果依然成立，对于省（市）j则不成立。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完善的营商环境、

数字基础设施，以及良好的受教育程度，将会增大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溢出效应的积极影响；同时，对于区域异质性进行分析，发现这种促进效应主要存

在于一带一路经济带城市。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推动创新和开放溢

出效应的发展，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研究验证了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赋能作用，为我国数字技术创新的政策制定及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决策提

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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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传

统的粗放发展模式逐渐被摒弃，高质量将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关键性的指导思

想(任保平,2018)。因此，如何推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政府

和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进入新时代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由数量增长型模式逐

步过渡到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引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的高质量增长方式(刘志彪,2018)。经济发展实现根本转变需要靠科技创新，

通过科技创新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的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数字技 

术有利于提高城市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及降低成本等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升，成为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赵宸宇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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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将数据作为一类单独的生产要素纳入国民收

入分配序列；2021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23 年远景目标纲要》，纲要中提出要：

“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 2022 年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提到我国将以“坚持创新引领、融合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首要原则，促进数字

技术向社会经济生产的各领域深入渗透，进而“形成以技术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以领域应用带动技术进步的发展格局”。当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在于更好地适应、引领和创造需求。如何更好的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数字产

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核心载体和关键任务是实现数字技术创新。充分发挥数字技术

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助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已成为推动构

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国际循环的战略决策。就国内外研究文献而言，少有人探

索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文章，也少有对其发展的机制进行研究分析的文章，

故而，本文的研究对具有重大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专利信息被视为反应企业创新

水平的参照物，若通过专利水平识别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则可以利用数字专

利刻画且数字化水平(Corvello et al,2023)，来更好的测量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综合上述背景，本文有三项重点工作。首先，借鉴数字创新领域内前沿文献的

研究方法，构建中国城市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度量指标，为实证提供数据依据。其

次，本文从宏观的角度出演，研究数字技术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厘清数字技术创新对创新、绿色、协调、共享和开放的影响，从而剖析数字技术创

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最后，本文采用弹性网络方法，构建经济高质量

发展溢出指数，从溢出效应的角度分析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有以下几项贡献：第一，丰富了数字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以往研

究文献主要从理论推导(Acemolu & Restrepo,2019;曲永义,2022)、叙事分析(Tumbas 

et al.,2018)、文献综述(Kohli & Melville,2019;刘洋等,2020)和案例性质(Svahn et 

al.,2017)为主要范式，缺少实数据和理论推测之间的研究。本文考察数字技术创新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丰富了宏观层面的数字技术创新的经济后果研究，为数

字技术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后续研究做出了参考。第二，

现有文献主要从微观角度研究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少有文献从

宏观角度进行研究，数字技术是当前最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本文研究数字技术

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丰富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的实证分析；第三，现

有文献主要运用空间模型或者固定效应模型等传统计量模型进行研究，很少有结合

网络模型进行研究，本文将网络模型与传统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技术创新对经

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的影响分析，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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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

及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结果；第五部分为机制分析；最后为结论及建议。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数字技术创新的内涵及文献综述 

研究初始，本文首先明确数字技术创新的定义。虽然现有文献对数字技术创新

的定义表述有所差异，但达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定义：数字技术创新是指企业或者组

织以数字技术为底层基础，生产出新产品、服务及商业模式等创新过程及结果(Yoo  

et  al.,2012;Nambisan  et  al.,2017;刘洋等,2020)。该定义中，则有以下几个特征。首

先，回归到数字技术本身上来，数字技术具有同质性、可重新编程性和可共性，这

些特征使得不同的个体和组织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不同的目的(Ciriello   et  al., 

2018;Yoo  et  al.,2010.; Yoo  et  al.,2012)；其次，数字技术创新具有收敛性，数字技

术在创新方面的应用使得产业、组织、部门甚至产品的边界，等各种边界变得模糊

(Nambisan  et  al.,2017;刘洋等,2020)；最后，具有成长性，数字创新可以不断改进、

变化(Ciriello   et  al., 2018;Yoo  et  al.,2012)。 

上文阐述了数字技术创新的定义与创新特点，接下来本文对数字技术创新测度

的发展进行论述。现有文献认为，数字技术的出现重新定义了创新的基本流程(刘

洋等,2020)，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可以降低信息的存储、交流以及搜索成本，使得

创新不在局限于组织内部，而是逐渐拓展到分布式的处理上(Kornberger,2017)，因

而，数字技术创新的主题变得模糊。同时，数字技术的收敛性特点使得各种边界变

得不清晰且重要性下降(Nambisan  et  al.,2017;刘洋等,2020)，故而导致数字技术创新

的范围变得难以界定。在指标测度上，现有文献大多数以企业年报为基础，刻画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或数字技术应用情况(吴非等,2021;赵宸宇等,2021;张叶青

等,2021)，还有一部分使用企业问卷调查数据(Cathles  et  al,2020;Tsou&Chen,2021)

或特定行业的专利情况(张米尔等,2022)等。总体来说，现有研究未能给出统一标准，

可能导致对数字技术创新的识别存在不足或者过度识别的情况，故而测量方法的科

学性仍需进一步探索。此外，在研究主题上，从宏观角度，现有文献主要从理论和

实证基础上研究了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提升作用(上官绪明等,2020;孙祁

祥等,2020)，从微观角度，少量文献开始探讨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

展的影响(黄渤等,2023;Yang,2022)，很少有从宏观角度研究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高

质量的发展。综上所述，本文研究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的发展不仅有理论意

义，对供后面学者进行研究参考也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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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创新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逆势发展，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也迅速壮大，年度生产数

据总量全球第一(蔡跃洲等,2021)。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数字化领域内技术端与应

用端的发展并不平衡。虽受益于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和广阔的数字经济市场空

间，我国数字应用、数字平台和数字消费高速发展；然而，数字技术创新的进展仍

然难以满足日新月异的应用需求，关键的底层技术基础仍然较薄弱，这也成为了制

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瓶颈(黄勃等,2023)。目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转变

增长动力及优化结构的攻关期，虽然国际环境并不宽松，但是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

展、改革创新推进等可保障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陈德铭,2018)，具体到宏观层面，

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提升产业效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达到

促使产业数字化发展的目的(肖旭等,2019)，而产业数字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新机遇(杨卓凡,2020)。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高质量发展已经成

为当前乃至未来中国经济建设的主题。高质量发展区别于经济高速发展，后者强调

发展速度，前者强调发展的平衡、协调、可持续性，更加侧重产品和经济活动的使

用价值及质量合意性(高碚,2018)。但是，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如何度量

高质量发展，是当代学者研究的主题。早期，一些学者从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

度量经济高质量发展(Mei & Chen,2016;李平等,2017)；然而单一维度很难全面考察

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水平，故而，近期一些学者分别建立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研究

(魏敏,2018;孙豪,2020; 滕磊,2020;杨耀武等,2021)，虽然度量的指标体系各有差异，

所选指标略有不同，但是主要是从新发展观的角度出发进行度量，本文参考前面学

者的研究，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角度出发，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评价体系，从而着手研究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通过研究、开发和创新活动形成的技术

进步属于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Aghion & Howitt,1992)。研究表明，这些研发创新活

动发挥的“创新性破坏”作用，能够打破传统的均衡模式和均衡状态，实现经济要

素重新组合，促进技术进度，进而推动经济内生增长(Aghion et al.,2009;孙祁祥

等,2020)。而数字技术创新被视为创新元素最多、发展应用前景最广的创新领域(庄

荣文,2021)，对当前各类社会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曲永义,2022)。数据技术的渗

透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逐渐向数字化发展，其非竞争性(Jones & Tonetti,2019)、非

排他性(丁文联,2018;Varian,2018;Jones & Tonetti,2019)和低成本复制(Shapiro & 

Varian,1999)的特点，将会改变经济社会发展范式。具体到宏观层面，数字技术创

新可以通过以下渠道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一，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提高全社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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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能力，打破原有传统的均衡模式和均衡状态，促进知识流程，降低融资约束

成本，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发展；其二，数字技术创新可以促进城乡区域融合发展，

改善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其三，数字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推动产业

绿色化发展，发展节能环保企业，从而推动绿色发展；其四，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打

破传统贸易形式，推动就业与贸易发展，从而推动开放发展；最后，数字技术创新

能够推动普惠服务的发展和拓展，使社会经济成果为大家所共享，从而推动共享发

展。接下来，本文依次从以上五个角度出发，分析数字技术创新影响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作用机理。 

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得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区别

于传统技术创新模式，数字技术创新是指企业或者组织以数字技术为底层基础，生

产出新产品、服务及商业模式等创新过程及结果(Yoo et al.,2012;Nambisan  et  al., 

2017;刘洋等,2020)。其中，数字技术是数字技术创新的核心，而数字技术的应用，

一方面能够促进企业内部知识分享和流动，进而提升人力资本质量，而人力资源水

平的提高直接促进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企业技术创新是持续过程，需要大量资金

的投入，由于创新具有高风险和周期长的特点而难以获取足够的外部资金投入，从

而容易面临融资约束，而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善了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成问题，提升

市场的正面预期，从而抑制企业的缎带长头行为和金融杠杆加码行为，有助于企业

降低融资成本，其次数字化技术变革的制造企业更可能引进和研发先进的生产技术

而被归类为高技术产业享有政府的产业补贴，从而缓解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技

术创新的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而数字技术创新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的重要途经。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大数据智能化加速创新发展，

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快速融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在农业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中广泛应用，推动城乡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题加速融

合、各类组织模式加速重构，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悄然改变，农业农村现代化

转型发展明显加快，数字化为城乡融合发展带来了新变量、注入了新动力、拓宽了

新路径。 

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谈不上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故而绿色发展也是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一环。而数字技术创新是数据技术和技术创新融合所催生出的创新模式，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为中国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路径。目前，从

数字技术角度来说，有文献认为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可以通过市场、产业、劳动等

途径作用于工业绿色发展，推动节能环保型产业发展，进而使得产业整体向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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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从而加快工业绿色化发展(肖远飞和姜瑶,2021)；而科技创新是支撑绿色

发展的动力源泉，绿色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导向作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武宵旭等,2022)，具体来说，技术创新能够改变原有的产业生产模式，加速生产环

节对先进技术的应用与更迭、提高生产智能化水平，改善要素资源利用率

(Demarchi V,2012)，降低碳排放及其他环境风险(Zhou et al,2010)，从而发挥其对绿

色发展的正向影响。 

对外开放的层次彰显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因为开放发展也

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在此背景下，要改变过往经

济开放发展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就必须依赖创新驱动经济开放

发展(盛斌和马斌,2016)。依靠创新驱动我国经济开放发展，一方面能提升我国经济

的增长质量，提升对外经济增长潜力，提高对外经济增长效率；另一方方面能够改

善对外经济增长的供给面，改善我国对外经济增长结构，实现从依靠要素扩展为主

的规模优势到依靠创新驱动的竞争优势转变，从而形成经济开放发展新动力(陈和

等,2017)，而依托数字技术的创新模式，能够帮助各国打破传统贸易模型，提供就

业和贸易机会，为各国打开国门提供新思路。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成果能不能被全

体人民所共享，是检验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依托现代数字技术发展的数字经济有

助于缓解信息不对成，降低搜索成本、复制成本、传输成本、以及验证成本

(Goldfarb & Tucker,2019)。已有文献表明，数字技术在经济中的应用，不仅能在社

会经济中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还能为我国传统经济注

入新动能，推动普惠性服务的产生和拓展，为促进我国共享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徐

蕾,2021)。杨碧云等(2023)从消费视角出发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数字化技术在经济

学中的运用，能够缓解消费不平等问题，促进社会消费共享。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核心研究假设：数字技术创新将会通过对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机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研究设计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选取及设定 

1.  熵权 TOPSIS 法 

本文采用熵权 TOPSIS 法测度评价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水平及综合水

平，熵权 TOPSIS 法将熵权法和 TOPSIS 法两种方法的优点相结合，使得经济高质

量发展水平测度结果更具客观性和合理性，其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第一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体系中的各指标𝑋𝑖𝑗进行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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𝑌𝑖𝑗 =

{
 
 

 
 

𝑋𝑖𝑗 −min(𝑋𝑖𝑗)

max(𝑋𝑖𝑗) − min(𝑋𝑖𝑗)
, 𝑋𝑖𝑗 为正向指标 

max(𝑋𝑖𝑗) − 𝑋𝑖𝑗

max(𝑋𝑖𝑗) − min(𝑋𝑖𝑗)
, 𝑋𝑖𝑗 为负向指标 

         （1） 

其中，i 表示省份，j 表示测度指标； 𝑋𝑖𝑗和 𝑌𝑖𝑗分别表示原始的和标准化后的经

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指标值。 

第二步：计算各测度指标𝑌𝑖𝑗的信息熵： 

𝐸𝑗 = ln
1

𝑛
∑  

𝑛

𝑖=1

[(
𝑌𝑖𝑗
∑  𝑛
𝑖=1

 𝑌𝑖𝑗) 𝑙𝑛 (
𝑌𝑖𝑗
∑  𝑛
𝑖=1

 𝑌𝑖𝑗)]             （2） 

第三步, 计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体系中各测度指标 𝑌𝑖𝑗 的权重 𝑊𝑗 ： 

𝑊𝑗 =
(1 − 𝐸𝑗)

∑  𝑚
𝑗=1 (1 − 𝐸𝑗)

                                                   （3） 

第四步, 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指标的加权矩阵 𝑅 ： 

𝑅 = (𝑟𝑖𝑗)𝑛×𝑚                                                                （4） 

其中, 𝑟𝑖𝑗 = 𝑊𝑗 × 𝑌𝑖𝑗 。 

第五步, 根据加权矩阵 𝑅 确定最优方案 𝑄𝑗
+与最劣方案 𝑄𝑗

−： 

𝑄𝑗
+  = (max𝑟𝑖1, max𝑟𝑖2, ⋯ ,max𝑟𝑖𝑚)

𝑄𝑗
−  = (min𝑟𝑖1,min𝑟𝑖2, ⋯ ,min𝑟𝑖𝑚)

                  （5） 

第六步, 计算各测度方案与最优方案 𝑄𝑗
+及最劣方案 𝑄𝑗

−的欧氏距离 𝑑𝑖
+和 𝑑𝑖

−： 

𝑑𝑖
+ = √∑ 

𝑚

𝑗=1

  (𝑄𝑗
+ − 𝑟𝑖𝑗)

2

𝑑𝑖
− = √∑ 

𝑚

𝑗=1

  (𝑄𝑗
− − 𝑟𝑖𝑗)

2

                                 (6) 

第七步, 计算各测度方案与理想方案的相对接近度 𝐶𝑖 ： 

𝐶𝑖 =
𝑑𝑖
−

𝑑𝑖
+ + 𝑑𝑖

−                                                             (7) 

其中，相对接近度𝐶𝑖 介于 0~1，𝐶𝑖值越大表明省份 i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

优；反之，省份 i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差。 

2.  弹性网络收缩技术 

本文借鉴Diebold和Yilmaz（2014）的思想，利用VAR模型的预测误差方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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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度量溢出效应。利用VAR模型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来度量溢出效应，并对溢出

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同时根据Elastic方法降维和广义方差分解对于确定同期因

果稳健性的优势，运用ElasticNet-VAR模型进一步通过建立广义方差溢出指数，刻

画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在不同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本文将实用经济高质量发

展指数和高质量发展子指数作为以下高维VAR模型的内生变量：  

𝑋𝑡 =∑𝛽𝑘𝑋𝑡−𝑘

𝑑

𝑘=1

+ 𝜀𝑡                                                （8） 

其中，（8）式中，𝑋𝑡为 n 维内生变量，且𝑋𝑡 =（X1t, X2t, ⋯⋯ , Xnt） ，𝛽 𝑘 为

系数矩阵，𝜀𝑘为残差项，弹性网络收缩估计(Gross ＆ Siklos,2020)将求解以下最优

化问题： 

�̂� = argmin𝛽 {∑  𝑇
𝑡=1  (𝑋𝑖𝑡 − ∑  𝑑

𝑘=1  𝛽𝑘,𝑖𝑋𝑖𝑡−𝑘)
2
+ 𝜆∑  𝑑

𝑘=1   [(1 − 𝛼)|𝛽𝑘,𝑖| +

𝛼|𝛽𝑘,𝑖|
2
]} , 0 ⩽ 𝛼 ⩽ 1                                              (9)                        

（9）式中, �̂�  为弹性网络估计系数矩阵。 𝛽𝑘,𝑖  为 𝑘  阶滞后变量 𝑋𝑖𝑡−𝑘  的系数, 

𝑋𝑖𝑡 s 市场 i 对市场 j 的风险溢出强度，函数 (1 − 𝛼)|𝛽𝑘.𝑖| + 𝛼|𝛽𝑘.𝑖|
2 为惩罚函数。本

文基于 MSE 原则，选择交叉验证技术的折数为 3，用于确定参数 𝛼 和 𝜆 的取值。 

3.  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与模型构建 

同时，本文借鉴 Diebold 和 Yilmaz[19]的思路，使用 Koop[65]等提出的广义方差

分解来识别同期因果关系。其中，省份（城市）i 对省份（城市） j 在预测期 H 的

风险溢出 𝑋𝑖→𝑗  如下: 

𝑋𝑖→𝑗,𝐻 =
𝜃𝑖→𝑗,𝐻

∑ 𝜃𝑖→𝑗,𝐻
𝑛

𝑗=1

× 100                                                   （10） 

（10）式中，𝑋𝑖→𝑗 衡量了因城市 𝑖 的发展冲击而引发的城市 𝑗 经济高质量发展

程度在预测期 H 的误差方差贡献。∑ 𝜃𝑖→𝑗,𝐻
𝑛

𝑗=1
为预测期 H 的总体预测误差方差。

𝜃𝑖→𝑗,𝐻为城市 𝑖 的发展冲击导致城市 𝑗 在预测期 H 的误差方差。 

为研究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𝐻𝐸𝐷𝑖→𝑗,𝑡 = 𝛼 + 𝛽1𝐷𝐼𝑖,𝑡 + 𝛽2 𝐷𝐼𝑗,𝑡 + 𝛽3Z𝑖,𝑡 + 𝛽4Z𝑗,𝑡 +  𝜆𝑖  +  𝜂𝑡  +  𝜀𝑖𝑡               （11） 

式（11）中，𝐻𝐸𝐷𝑖→𝑗,𝑡分别代表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自变量𝐷𝐼𝑖,𝑡和 

𝐷𝐼𝑗,𝑡分别为市场 𝑖 和市场 𝑗 在第 t 期的数字技术创新强度指标，本文采用与数字技

术有关的专利情况来表示，其中，Z𝑖,𝑡和Z𝑗,𝑡为控制变量的集,  𝜆𝑖表示地区固定效

应， 𝜂𝑡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𝜀𝑖𝑡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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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对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影响的具体路径，同样将高

质量发展五个维度的指标纳入回归模型： 

𝐼𝑛𝑑𝑒𝑥𝑖→𝑗,𝑡 = 𝛽0 + 𝛽1𝐷𝐼𝑖,𝑡 + 𝛽2 𝐷𝐼𝑗,𝑡 + 𝛽3Z𝑖,𝑡 + 𝛽4Z𝑗,𝑡 +  𝜆𝑖  +  𝜂𝑡  +  𝜀𝑖𝑡      (12) 

其中，𝐼𝑛𝑑𝑒𝑥𝑖→𝑗,𝑡分别年份 t 时省份 i 对市场 j 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

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溢出强度，其他变量与模型（11）相同。 

（二）指标选取 

1.  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特性，必须从其内含的多重特征属性构建指标体系。基于

数据可得性，本文从新发展理念入手，构建了包括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

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体系 5 个一级指标、21 个二级指标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

系，指标选取结果如表 1 所示。本文采用熵权 TOPSIS 法对每个指标赋权，然后将

每个评价对象的具体指标得分与指标权重相乘之后加总，得到该评价对象的最后分

值，即各个省份历年高质量发展指数。 

表1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级指标 衡量方式 功效 

创新 
创新投入 

R&D 经费投入强度 R&D 经费支出/GDP 正 

R&D 人员投入强度 R&D 人员数/全部从业人员数量 正 

人均专利占有量 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总人口 正 

创新产出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比 技术市场成交额/GDP 正 

协调 

城乡协调 

发展 

城乡收入协调水平 城乡收入比=城镇收入/农村收入 负 

城乡消费协调水平 城乡消费对比=城镇消费/农村消费 负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比重 第二产业/GDP 正 

绿色 

绿化环保 
森林覆盖率 森林覆盖率 正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 

污染减排 

单位 GDP 废水排放 废水排放总量/GDP 负 

单位 GDP 废气排放 二氧化硫排放量/GDP 负 

单位 GDP 固体废物 

排放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GDP 负 

开放 
经济开放 

结构 

外资开放度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GDP 正 

外贸开放度 进出口总额/GDP 正 

共享 
经济成果 

共享 

文化设施完善度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正 

网络设施完善度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正 

人均受教育年限 6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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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施完善度 人均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正 

环卫设施完善度 
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公厕数量/城市

非农业人口 
正 

发展共享 
地区收入共享水平 各省份人均 GDP/全国人均 GDP 正 

地区消费共享水平 各省份居民消费/全国平均消费 正 

 

2.  数字技术创新指数 

创新指标的主要衡量方式有研究投入和专利数量这两种方法，由于目前中国并

未详细披露专门用于数字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而数字技术创新专利作为数字技术

创新成果的直观体现，能够精准地刻画省份层面的数字技术创新产出。数字技术创

新专利特指省份拥有的与数字化技术相关的专利，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李小青

等,2022)具体测度方法为：以 “智能、区块链、 大数据、机器学习、云计算、云端、

互联网、物联网、信息化、数字化、远程、 机器人、 人脸识别、 虚拟” 作为关键

词，筛选出省份层面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专利，再借鉴已有研究，采用专利数量加 1

的自然对数作为最终度量指标。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因素对实证稳健性结果的影响，本文参照已有的一些文献研究的具

体问题(陈诗一等,2018; 储德银和姜春娜,2022; 孟猛猛等,2021)，本文选择国民生产

总值（lnGDP）、劳动率（lnwork）、人口数（lnpeop）、政府补贴（ZF）、产业结果

升级指数（stru）和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bus）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来源 

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数相关的指标数据以及控制变量数据，来自 2008－2021 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CSMAR 数据库和 choice 数据库，个别缺

失数据从相关年份使用插值法补足；数字技术创新指标的构建思路为：首先，本文

选择上市公司沪深 A 股企业，剔除 ST 股和金融股票后的企业为爬取样本；其次，

通过 python 爬取中国知网上对应研究样本专利信息；最后，将获取的专利信息导

入到 SQL Server 软件中，通过词频的方式计算出各省份层面的数字技术创新指

标。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标准差 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HED 420 1.926 3.262 3.549 0.000 14.330 

DI 420 1.634 1.712 1.386 0.000 6.071 

lnGDP 420 0.875 9.909 10.013 7.446 1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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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work 420 0.436 11.527 11.479 10.701 12.705 

lnpeop 420 0.739 8.211 8.280 6.347 9.448 

ZF 420 0.111 0.263 0.232 0.105 0.753 

stru 420 0.122 2.398 2.386 2.194 2.836 

bus 420 2.845 12.812 12.620 8.290 26.550 

四、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一）基准回归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第（1）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且未加

控制变量，第（2）列控制时间-个体固定效应且未加控制变量，第（3）列控制时

间—个体固定效应且加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对于省（市）i，该城市的数字技术

创新能力对省份 i 对城市 j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𝐻𝐸𝐷𝑖→𝑗）的回归分析为

0.220，结果为正且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当一省（市）的数字技术创新能力

越强时，其更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数字技术创新的发源地，将对该省（市）外经济发

展形成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省（市）j，回归系数小且不显著，说明省（市）j 的

数字技术创新不是影响省（市）i 到省（市）j 之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的原因。 

表3                            数字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𝐻𝐸𝐷𝑖→𝑗 𝐻𝐸𝐷𝑖→𝑗 𝐻𝐸𝐷𝑖→𝑗 

𝐷𝐼𝑖 0.067** 0.099** 0.128*** 

 (2.059) (2.406) (3.130) 

𝐷𝐼𝑗 -0.029 0.003 -0.000 

 (-0.881) (0.076) (-0.001) 

𝑙𝑛𝐺𝐷𝑃𝑖   -2.408*** 

   (-3.363) 

𝑙𝑛𝐺𝐷𝑃𝑗   -0.007 

   (-0.009) 

𝑙𝑛𝑤𝑜𝑟𝑘𝑖   1.485*** 

   (4.320) 

𝑙𝑛𝑤𝑜𝑟𝑘𝑗   0.121 

   (0.301) 

𝑙𝑛𝑝𝑒𝑜𝑝𝑖   -0.866 

   (-0.623) 

𝑙𝑛𝑝𝑒𝑜𝑝𝑗   0.009 

   (0.006) 

𝑍𝐹𝑖   -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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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5) 

𝑍𝐹𝑗   -0.210 

   (-0.168) 

𝑠𝑡𝑟𝑢𝑖   -2.462** 

   (-2.540) 

𝑠𝑡𝑟𝑢𝑗   0.060 

   (0.061) 

𝑏𝑢𝑠𝑖   -0.012 

   (-0.665) 

𝑏𝑢𝑠𝑗   -0.007 

   (-0.390) 

_cons 3.196*** 3.160*** 22.435* 

 (52.635) (39.674) (1.762) 

N 7830 7830 7830 

R2 0.001 0.001 0.007 

注：本文所有表格中，
*
 、

＊＊
、

＊＊＊
分别代表 10% 、5% 、1% 的水平下显著，所有回归分析均对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

效应进行了控制。 

（二）区域异质性分析 

前文分析，省（市）i 的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对省（市）i 到省（市）j 之间的经

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呈正向促进作用，其影响因素还受数字技术发展的外部环境

影响，比如说区域营商环境、数字基础设施和受教育程度等，同时还可能受到地理

位置异质性影响。接下来，本文对省（市）i 进行异质性分析。 

1.  营商环境 

社会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环境约束了政策执行能力，影响政策实施绩效，而

营商环境作用制度环境的重要部分，不仅从系统之外影响交易成本和市场创新活力，

约束大数据发展的积极效应(夏后学等,2019)，而且会通过政务、金融、法治等环境

作用于企业大数据投入的运营成本，影响组织数据接入意愿，制约数据集形成。那

么，地区间营商环境水平差异是否约束数字技术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

应？探讨这一问题能够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营商环境的认识，也有利于探寻

推进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科学路径。具体估计过程中，先根据我国各地区营商环境

状况，将全省划为营商环境优势区和劣势区两类区域，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 4 列营商化境列所示，在营商环境优势区，大数据综合发展、数据基础设施、技

术应用能力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产生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在营商环

境劣势区，数字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尚未显现，即在营商环境优势区，数字技术创

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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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数字技术创新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技术环境异质性 

变量 
营商环境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水平 

差 好  差 好  差 好 

𝐷𝐼𝑖 -0.034 0.145**  0.012 0.144**  0.018 0.174** 

 (-0.513) (2.428)  (0.152) (2.421)  (0.330) (2.548) 

𝐷𝐼𝑗 -0.000 -0.000  0.018 -0.000  -0.039 0.027 

 (-0.003) (-0.000)  (0.285) (-0.007)  (-0.666) (0.48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915 3915  3915 3915  3857 3973 

R2 0.024 0.011  0.014 0.017  0.026 0.014 

注：本文所有表格中，
*
 、

＊＊
、

＊＊＊
分别代表 10% 、5% 、1% 的水平下显著，所有回归分析均对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进行了控制。 

2.  数字基础设施 

在数字创新研究领域，学者们强调了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认为数字技术创

新活动离不开主体所在生态系统的数字基础设施，企业需要当地的技术环境与基础

设施提供必要的支持。借鉴已有文献(杨慧敏和江璐,2021)，本文根据企业所在城市

的互联网接入端口数与城镇居民人数之比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指标，将城市分为数

字基础设施好和数字技术设施差两组，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第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所示，在数字基础设施差城市，省（市）i 的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对城市间的

溢出效应不显著；对于数字基础设施好城市，省（市）i 的数字技术创新与城市间

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为正相关关系且显著，表明当数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时，

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更有效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 

3.  受教育程度 

现有相关研究表明，从业人员的技能和知识是影响影响数字技术应用的关键因

素，而教育是知识积累的重要途经，且高信息行业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要求更高。

目前，我国存在教育不均衡问题，由于不同区域在人力资本知识储备、公众信息素

养、以及培养大数据技能型人才的成本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导致了大数据纵深发展

潜力和能力的差异。那么不同教育水平约束环境下，数字技术创新的积极效应是否

存在区域异质性？本文以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地区教育水平，将研究样本分

为教育水平好和差两类，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4 教育水平列所示。在教育水平

好的地方，数字技术创新明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说明教育水平好的地区确实为

数字技术应用积累了人力资本；但是教育水平差地区估计结果并不显著。 

4.  城市异质性 

表5展示了不同经济带的数字化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的影响，对省

份i进行经济带划分，式（1）-（5）分别表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经济带、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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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经济带。其中，从结果来看，式（3）

和（5）省（市）i的回归分析结果符号系数显著为正且显著，表明这些区域的数字

化创新能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从系数大小来说，一带一路经济带的

系数绝对值最大，影响程度最大。 

表5                         数字技术创新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城市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5) 

长江经济带 京津冀 一带一路 长三角一体化 黄河流域 

𝐷𝐼𝑖 0.021 -0.248 0.182*** -0.146 0.132* 

 (0.270) (-0.920) (3.079) (-0.612) (1.691) 

𝐷𝐼𝑗 0.021 -0.084 -0.013 -0.078 -0.077 

 (0.318) (-0.656) (-0.234) (-0.640) (-1.03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N 2871 783 4437 1044 2349 

R2 0.018 0.148 0.018 0.056 0.052 

注：本文所有表格中，
*
 、

＊＊
、

＊＊＊
分别代表 10% 、5% 、1% 的水平下显著，所有回归分析均对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进行了控制。 

（三）内生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检验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引入滞

后一阶变量和邮电数据 (黄群慧等,2019;肖土盛等,2022)来设计工具变量，进而缓解

内生性问题的干扰。 

首先，为了尽可能减少内生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引入潜在内生变量的

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前文讨论，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

量发展溢出效应的影响只存在于省（市）i，故而本文选取省（市）i 的数字技术创

新指标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带入到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 列

（1）所示，从结果来看，数字技术创新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为正且显著，

Kleibergen-Paaprk LM 统计量在 1%的水平上显著，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大于

10，说明工具变量选取是合理可靠的，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其二，本文利用邮电数据构建工具变量，具体是指我国邮电通信业在早期的发

展进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有赖于邮电通信基础设施的完善，企业所

在地区过往的通信手段可能从不同方面影响当地的数字技术发展进程(黄群慧

等,2019;肖土盛等,2022)。据此，可以利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固定电话普及率刻画邮

电通信发展水平，理由在于，固定电话拨号(PSTN)曾经是我国主要的网络接入方

式，因此历史上各地区固定电话普及率可以反映邮电通信业的发展进程(杨慧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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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璐，2021)，并且与当地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显著正相关(肖土盛等,2022)。另一方

面，固定电话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的使用频率已明显下降，并不直接作用于企业

生产效率，使得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要求可以较好地得到满足(黄群慧等,2019)。同时，

由于上述历史数据是截面的，不能直接作为工具变量引入至包含企业固定效应的模

型中，所以本文利用一个与之相关的时间序列变量构建交乘项。综上，本文参考上

文，针对省（市）i 将上一年度企业所在省份的互联网接入端口取对数与企业所在

地级市 1984 年每百万人固定电话数量交乘，再将得到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 Tele，

从表 6 第（2）列结果来看，数字技术创新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为正且显著，

Kleibergen-Paaprk LM 统计量在 1%的水平上显著，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大于

10，说明工具变量选取是合理可靠的，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表 6                                                                 内生性检验 

变量 
工具变量法  多时点 DID 

滞后一阶 电话数  宽带中国 

𝐿. 𝐷𝐼𝑖 0.410***   0.426** 

 (3.028)   (2.324) 

𝑇𝑒𝑙𝑒𝑝ℎ𝑜𝑛𝑒  1.054***   

  (3.230)   

𝑇𝑟𝑒𝑎𝑡 × 𝑃𝑜𝑠𝑡    0.426** 

    (2.324) 

𝐷𝐼𝑗 0.010 0.032  0.012 

 (0.215) (0.726)  (0.26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N 6960 7830  7106 

R2 0.003 -0.064  0.139 

Kleibergen-Paaprk LM 80.033 66.027   

Cragg-Donald Wald F 102.918 48.898   

注：本文所有表格中，
*
 、

＊＊
、

＊＊＊
分别代表 10% 、5% 、1% 的水平下显著，所有回归分析均对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进行了控制。 

2.  多时点DID检验 

为了进一步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赵涛等（2020）的做法，寻找外

生冲击变量来替代数字技术创新的指标，本文引入的外生冲击变量是以“宽带中国”

为示范场景。具体来说，国务院在2013年发布了名为《关于印发“宽带中国”战略

及实施方案的通知》的文件，并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相继在全国范围内设立

了120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这一举措旨在推动宽带和其他网络基础设施的建

设。“宽带中国”战略被认为是推动我国城市数字化发展的重要策略（黄慧群等，

2019），故此，此战略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以及数字技术创新可能有至关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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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文将地市层面宽带数据汇集到省份层面给上，考虑到在城市的实施存在一个

先后的差异性，故而采用多时点DID模型，对数字技术创新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效应进行再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𝑇𝑟𝑒𝑎𝑡 × 𝑃𝑜𝑠𝑡的回归洗漱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

显著，说明该外生冲击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前文一致，证明了本文研究

结论较少受到内生性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更换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溢出指

数衡量指标和溢出指数构建模型等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解释变量衡量方法。数字技术创新的衡量方法的差异可能也会对估计结

果产生影响，本文从专利的用途角度出发，来测度省份的数字技术创新能力，进行

稳健性检验。发明性专利和实用型专利也是既有文献衡量创新能力的常用指标，本

文从“省份-年份”这两个维度对数字技术创新专利中的发明型专利和实用型专利

数量进行加总，进而衡量省（市）数字技术创新。稳健性结果如表 7 第（1）列结

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2. 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的差异可能对估计结

果产生影响，本文参考(孙豪等,2020)的测度方法，计算各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

展指数，带入弹性网络模型中计算出溢出指数，将结果带入模型中进行回归，稳健

性结果见表 7 第（2）列的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且显著，

与基准回归一致。 

3. 更换溢出指数。采用不同的方向溢出指标，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本文

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改用净溢出指数来衡量省（市）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

应，再将指标带入到模型中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7 第（3）列所示，对于省（市）i

而言，回归系数结果为正且 1%的水平下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 

4. 更改溢出指数模型，不同的溢出指数模型因为原理不同，可能会导致不同的

结果，本文将采取 LASSO-VAR (Nicholson et al,2017)模型，LASSO 模型具备降维

优势，能够很好的降低横截面的数据维度，也适用于多个研究样本，本文将经构建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带入到 LASSO-VAR中进行计算溢出指数，将结果带入模型

中进行回归分析，稳健性结果如表 7 中列（4）所示，从结果可以看出，数字技术

创新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 7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1) (3) 

实用型专利 发展指数 净溢出指数 LASSO-VAR 

𝐷𝐼𝑖 0.163*** 0.116*** 0.137*** 0.118*** 



 

17 

 (3.721) (3.326) (3.073) (2.920) 

𝐷𝐼𝑗 0.007 0.007 -0.132*** -0.001 

 (0.154) (0.207) (-2.841) (-0.0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N 7830 7830 3915 7830 

R2 0.007 0.011 0.024 0.006 

注：本文所有表格中，
*
 、

＊＊
、

＊＊＊
分别代表 10% 、5% 、1% 的水平下显著，所有回归分析均对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进行了控制。 

五、机制分析 

为检验数字技术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本文在构建高

质量发展指数的同时，将五大体系中的 21个指标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与共享”的发展理念进行分类处理，分别构建了各地区创新发展溢出指数、协调发

展溢出指数、绿色发展溢出指数、开放发展溢出指数和共享发展溢出指数，将其纳

入模型（12）中进行实证检验，以探讨数字技术创新通过何种机制促进了高质量发

展。 

表8报告了数字技术创新对五大发展理念溢出指数的回归结果。结果可以看

出，列（1）和列（4）表明了数字技术创新对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溢出效应的回归

分析结果，对于省（市）i而言，符号为正，且1%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化创新通

过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溢出效应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这主要是由于数

字技术创新相比传统创新模式，依托数字技术平台，更具备缓解信息不对成，降低

搜索成本、复制成本、传输成本、以及验证成本(Goldfarb & Tucker,2019)的特点。

对于创新发展而言，数字技术创新将改变科技创新新范式和战略重点，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显著提高，为城市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创造优良的外部环境，能够根据实际需

求制定具体策略措施，促进城市创新发展，为新一轮科技突破创造物质前提（刘庆

龄&曾立,2023）,从而发挥其对创新发展的正向影响。对于开放发展而言，数字技

术创新可以改善传统贸易模式，提供就业和贸易机会，促进国际间的合作，推动开

放发展；但是从列（2）、（3）和（4）结果可以看出，数字技术创新对协调、绿色

和共享发展溢出效应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数字技术与这些发展溢出效应发展之间

的传递链过长导致的。 

表8                   数字技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发展溢出指数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𝐼𝑛𝑛𝑜𝑣𝑎𝑖→𝑗 𝐶𝑜𝑜𝑟𝑑𝑖→𝑗 𝐺𝑟𝑒𝑒𝑛𝑖→𝑗 𝑂𝑝𝑒𝑛𝑖→𝑗 𝑆ℎ𝑎𝑟𝑒𝑖→𝑗 

𝐷𝐼𝑖 0.121*** 0.052 -0.063 0.204*** -0.002 

 (2.885) (1.350) (-1.558) (5.445)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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𝐷𝐼𝑗 0.002 0.013 0.001 0.009 0.004 

 (0.047) (0.349) (0.024) (0.256) (0.1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N 7830 7830 7830 7830 7830 

R2 0.005 0.006 0.006 0.006 0.003 

注：本文所有表格中，
*
 、

＊＊
、

＊＊＊
分别代表 10% 、5% 、1% 的水平下显著，所有回归分析均对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进行了控制。 

六、结论及建议 

数字化技术牵引了新一轮的要素变革和结构变革，赋能产业的提质增效与转型

升级，但是在研发阶段需要投入大量无形资本投入。目前，尽管学者大多支持数字

技术创新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也仍然存在对数字化时代“索洛悖论”

的担忧(Brynjolfsson ＆ Collis,2019)。结合数字化领域的相关文献，本文从溢出角度

出发，分析认为，省（市）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实现对绿色、协调、开放、共享

发展的机制，从而实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 2008-2021 年上市公司 A 股企业

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方法识别出数字专利，再汇聚到省（市）层面，以度量

省（市）层面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探究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以及其中的作用机理。 

研究表明：（1）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主要对

省（市）i 成立，通过更换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更换方法及工具变量回归

等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对一带

一路经济带城市、营商环境好、数字基础建设好和教育优势区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

展溢出效应存显著促进作用；（3）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通过促进创

新、开放发展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对协调、绿色和共享的促进作用不存在

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传递产业链过长导致的。 

结合上述的研究结论，本文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大政府对数字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构建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竞争优

势。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支出：“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作用。”根据本文研

究结论可知，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果的传染，有助于推

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数据经济规模具有领先优势，数字经济体量近年来迅

速增长，越来越多企业、产业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然而，面对数字技术创新的诸

多挑战，许多企业在数字化道路上尚未选择自主创新这一前进方式。因此，政府部

门应当为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制定有效的激励方案，从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提

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合理引导国家资源与市场资源投向数字技术创新，激发城市创

新的积极性，从此推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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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根据情况分类施策，实现政策的精准定位。本文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对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区域层面和城市经济发展层面存在显著差异。因

此，政府制定政策，应该显著考虑到城市的异质性，例如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经

济带、低程度经济城市属于中原发展城市，城市经济发展能力不突出，而数字技术

创新行为对这些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可能面临研发资金

投入不足和数字技术相关人才短缺的问题，政府应建立完善的财政补贴政策和系统

性的支持体系，为增强城市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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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Ev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llover effects 

LI Sufang  and  SONG Luyao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s ,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core factor to 

promot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Using a sample of China’s listed enterprise, we identify  

digital patents through text recognition and gathers them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o measure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t the macroeconomic level, at the same tine ,we  build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 between province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spillover index, and then 

examine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find 

that for province (city) i,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province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This conclusion still  after controlling for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test. 

Through heterogeneity analysis, we find that perfect business environmen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good education level will increas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analysi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shows that this 

promotion effect mainly exists in the cit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Economic Belt. In terms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mote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opening spillover effects. This study verifies the 

enabling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making and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pillover Index; 

High Dimensional Network; Text Analysis 


